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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基于 2005—2023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包含数字经济部门的产业网

络,引入生态网络分析的效率-冗余框架测度产业网络韧性,并将韧性指标嵌入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系统考察中国数字经济

投入产出网络韧性演化与形成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产业网络始终处于过度冗余状态,韧性呈波动上升态势,节点间流

量集中程度是韧性波动的核心驱动力,韧性主导因素在 2020 年前后从效率变化转为冗余变化。 第二,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路

径依赖特征与结构刚性,传递闭合性促进间接关联转化,冗余流入贡献显著为正,表明上游供应多元化行业更易建立关联,而
效率相关变量均不显著。 第三,数字经济部门呈现双重角色。 在韧性维度上,影响力从数字产业化主导(2005—2012 年)向产

业数字化主导(2012—2020 年)演进;在演化机制上,两者对关联形成具有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对存量关联的优化与替代。
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网络韧性特征与演化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经验证据,也为新发展格局下统筹效率

与安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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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新时代,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推进,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攀升,“十五五”时期相

关国家战略更明确将数字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1] 。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供应链产业链波动、技术变革迭代加速等内外部冲击频发,经济系统的

韧性水平已成为衡量其抵御冲击、快速恢复并实现动态适配能力的核心维度[2] 。 数字经济部门凭借其高关

联性、强渗透性特征,与传统产业部门形成复杂的联动网络,其自身及关联网络的韧性表现,直接影响整体

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效率[3] 。 在此背景下,如何精准刻画数字经济部门在产业网络中的韧性特征,厘清其

韧性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制,为优化数字经济布局、增强宏观经济抗风险能力提供实证支撑,已成为当前学

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
聚焦数字经济部门,学术界已围绕其规模测度与产业关联效应展开大量探讨。 王亚菲和李明娜[4] 提出

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的通用编制框架并完成中国实践核算,为数字经济部门的规模精准测度与跨产业关联

效应分析提供了标准化方法与数据基础。 任雪等[5]构建数字经济全口径增加值核算方法体系,基于投入产

出技术实现数字核心产业与融合产业的规模测度,同时刻画数字部门与传统产业间的关联效应。 Zhou
 

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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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揭示了数字部门通过产业前后

向关联与其他部门形成的碳关联传导效应。 Zhou
 

等[7]构建分阶段投入产出框架,从供需双向量化中国数字

经济的碳排放规模,解析了数字核心部门对上下游产业的关联驱动机制。 上述研究从规模核算、产业关联

与传导效应等维度为理解数字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特征提供了重要实证基础。
在产业网络韧性测度方面,常见的方法有四类。 第一类是网络拓扑结构分析法[8-10] ,通过分析网络的静

态拓扑属性,识别其固有的结构脆弱点和鲁棒性,主要包括中心性指标、网络整体指标和关键路径分析。 第

二类是基于模拟冲击的动力学分析法[11-13] ,通过构建模型模拟冲击在网络中的传播过程,是一种动态韧性

评估的方法。 第三类是量化韧性指标法[14-16] ,在模拟冲击后,需要具体的指标来量化韧性,如通过功能曲线

度量和基于结果进行指标对比。 第四类是一些前沿与拓展方法,有多层网络分析[17] 、回归分析[18] 等。 研究

有时会结合以上几种方法,形成从结构特征分析到动态模拟冲击,再到韧性指标量化的综合分析框架。 此

外,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出发,使用基于 Ulanowicz[19] 发展理论的效率-冗余韧性指标,将网络视为一个代谢

系统,通过其结构配置来评估其固有韧性,已在多个领域展现出适用性与解释力。 Kharrazi 等[20] 研究了冗

余、多样性、模块性等韧性指标对于国际贸易网络的影响。 Chatterjee 和 Layton[21] 将效率-冗余指标应用于资

源与基础设施网络设计分析。 Kiss 等[22]将生态网络分析框架引入多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多国生产网络在

冗余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从而衡量其结构韧性。 该方法与传统侧重静态结构或外部冲击模拟的方法相比,
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从系统的内在运行逻辑出发,量化效率与冗余的动态平衡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

生态网络分析中的效率-冗余框架应用于投入产出网络,以结构性的内在视角对其韧性进行测度与探讨。
同为依赖流量交换维持稳态的耗散结构,经济系统中的中间投入关系在功能上等价于生态系统中的能

量传递路径,都面临系统稳定性与资源利用效率的权衡,因此 Ulanowicz 的框架具有可迁移性。 依据该理论,
系统的可持续韧性并非单一追求最大效率或最大冗余,而是源于效率与冗余的结构性平衡。 中国正全力推

进数字化进程,因此,基于该理论框架进行数字经济产业网络韧性效率与冗余量化测度,有助于把握网络演

化的特征,并为理解网络形成机制的驱动作用提供理论预期。 基于上述方法论基础,首先,对数字经济投入

产出网络的边界进行界定。 本文所指的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是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

产业统计分类》为基准,在投入产出表中剥离出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部门与各传统行业部门因中间产品使

用而产生的有向加权网络。 其次,对韧性的核心构成维度,即效率与冗余进行界定。 在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

络中,效率表现为特定产业关联路径上流量的集中度与专一化程度,反映资源配置的集约性;冗余则表征为产

业消耗结构的多元化与供应渠道的备选丰富度,体现系统在面对特定链路断裂时的替代可能性。 若投入产出

网络过度偏向效率,虽短期增长强劲,但在外部冲击下将暴露结构脆弱性;若过度偏向冗余,则系统将陷入低水

平均衡。 这一理论视角为理解数字经济的双重角色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使其成

为提升实体经济运行效率的加速器;另一方面,其网络枢纽地位又要求其必须具备适度的冗余配置以应对系统

性风险。 正是这种效率与冗余的动态平衡,构成了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韧性的内在逻辑。
研究网络动态演化的模型主要有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AOM) [23-24] 、动态网络嵌入模型(DNE) [25] 、可

分离的时序指数随机图(STERGM)模型[26-27] 和时间指数随机图( TERGM)模型[28-29] 。 本文选择 TERGM 模

型来研究投入产出表的动态演变,因为它能将产业关联视为一个整体网络,直接分析其内在结构规律与外

部经济因素如何共同驱动网络结构的演化[30-31] 。 李清如和王冰雪[32] 基于 TERGM 模型对全球数字产品贸

易依赖网络演化的内部和外部机制进行动态分析。 王一新和沈丽珍[33] 运用 TERGM 模型刻画长三角数字

技术应用业产业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内生结构动力与外生要素共同驱动数字产业网络关联形成与路

径依赖。 马述忠和杜特[34]通过社会网络分析、TERGM 模型等估计方法,探讨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

务贸易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基于这一模型优势,本文在整体网络框架下,系统考察包含韧性指标在内的

多维驱动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数字经济投入产出关联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外部冲击模拟或静态拓扑指标分析,对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的内在结构韧性特征(即

效率与冗余的动态平衡)及其驱动网络演化的深层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考察。 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在方法层

面,将生态网络分析中的效率-冗余框架引入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研究,从结构内在属性出发,对数字经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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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产出网络韧性进行测度,为理解其抵御冲击的潜在能力提供一种补充性视角。 二是在分析维度上,不仅关注

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韧性的静态表现,更借助 TERGM 模型,初步考察其韧性特征如何随时间推移与网络结

构的演化相互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韧性形成与网络动态之间的关联机制。 三是在实证层面,基于中国

多年份投入产出表构建包含数字经济部门的产业网络,对中国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进行韧性测度与形成机

制分析,所得结果将有助于理解中国数字经济部门的结构特性及其演变规律,研究结论可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评估、数字经济分类实施策略及关键行业上游冗余储备策略等政策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此,本文以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多年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构建包含数字经济部门的产业网络,系统测度中国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

络的韧性指标,并将韧性指标嵌入 TERGM 模型,揭示韧性特征对数字经济部门网络关联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新

发展格局下统筹效率与安全、优化数字经济空间布局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区间为 2005—2023 年,数据基础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 2005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
2015 年、2017 年、2018 年、2020 年及 2023 年共 9 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并确保跨期可

比性,以 2012 年为基期,对各年份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量数据进行了价格平减处理。 具体做法为:利用各行业对

应的价格指数将历年现价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使用、最终使用及总产出等价值量指标,统一平减为 2012 年不

变价,即不变价价值为现价价值 / (价格指数 / 100)。 在此基础上,为构建统一口径的面板数据,将各表统一合并

为 39 个部门,并依据数字经济的产业分类框架,将各部门与数字产业进行匹配与对应,最终识别出 2 个数字产

业化部门、8 个产业数字化部门及 29 个传统产业部门。 其中,数字产业化部门主要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数字化部门包括造纸印刷和文教用品制造业、化
学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

业、金融保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因数字技术应用而产生附加值的数字化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匹配

后的产业数字化部门同时包含了传统产业部分与数字技术带来的增值部分,为精确测度数字经济的贡献,参照

相关文献对该部分进行了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的分离。 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分离系数为产业数字化增加值与国内

生产总值扣除数字产业化增加值之差的比率,其中产业数字化增加值指的是数字经济总量扣除数字产业化增

加值后的差值。 对于某一部门,其数字化增加值可通过该部门的分离系数与该部门总增加值相乘得出,而该部

门的非数字化增加值则是该部门总增加值与其数字化增加值的差值。 最终编制得到包含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部门在内的 39 部门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表 1),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35] 。

表 1　 产业部门代码

编号 部门名称 编号 部门名称 编号 部门名称

01 农林牧渔业 1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 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
0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8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6 金属制品业 29 住宿和餐饮业

04 金属矿采选业 17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30 金融保险业

05 非金属矿采选业 1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1 房地产业

06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7 纺织业 20 数字产业化 3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08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2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9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22 其他制造业(含废品废料) 3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0 产业数字化 2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36 教育
11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2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

1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3 化学工业 26 建筑业 3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基于中国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构建网络,该网络为加权有向网络,节点为各产业部门,边表示产业部门间

的投入产出关系,权重为某部门对另一部门的中间使用值占该部门中间使用总值的比重。 为满足 TERGM 模型

对二值网络的要求,以各年度部门间投入产出流量的平均值为阈值,将加权网络转化为二值有向网络[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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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韧性测度模型

借鉴生态系统物质流网络的韧性分析思路,将其拓展至经济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评价中[37] 。 基于中国投

入产出表,将各产业部门视为网络节点,部门间的中间投入产出流量视为有向边,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
通过计算网络的效率与冗余,进一步评估其韧性变化,并识别关键部门与结构变动的影响路径。

网络效率反映部门间经济资源配置的集中程度与传导有效性,高效率通常代表资源流动路径短、依赖

关系明确,但也可能意味着系统脆弱性较高。 网络冗余则反映部门间联系的备选路径与多样性,高冗余能

增强系统应对冲击的能力,但可能伴随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网络效率 E 与网络冗余 R 的计算公式如下:

E = ∑
n

i = 1
∑

n

j = 1

xij

X t

× ln
xijX t

X
 in
 

j X
 out
 

i
(1)

R = ∑
n

i = 1
∑

n

j = 1

xij

X t

× ln
X

 in
 

j ×X
 out
 

i

x
 2
 

ij

(2)

其中: xij 为部门 i 到部门 j 的中间投入流量; X
 out
 

i 为部门总产出; X
 in
 

j 为部门总投入; X t 为网络总流量; n 为网

络的节点数。 在此基础上,用 θ 来测度效率与冗余之间的平衡,在 θ 的基础上定义弹性 Y:

θ = E
E + R

(3)

Y = - θlnθ (4)
其中: θ∈ [0,1] 为效率占比系数,当 θ= 1 / e 时,弹性 Y 达到最大值,此时效率与冗余处于最优平衡状态。 弹

性变化 ΔY =Yt -Y0 可进一步分解为效率贡献 ΔYE 与冗余贡献 ΔYR 。

k =
(E t +E0)(R t -R0)
(R t +R0)(E

 

t -E
 

0)
(5)

ΔYR = ΔY k
1 + k

(6)

ΔYE = ΔY 1
1 + k

(7)

其中:k 为比例系数,该分解用于判断弹性变化主要由效率驱动还是冗余驱动,从而揭示系统结构变动的主

导逻辑。
为深入探究效率与冗余变化的内在结构来源,进一步将 ΔE 与 ΔR 分解为三个维度的影响:流量集中度

变化 cij 、部门间依赖度变化 dij 与部门自由度变化 sij 。

cij =
xij

X t
(8)

dij = ln
xijX t

X
 in
 

j X
 out
 

i
(9)

sij = ln
X

 in
 

j X
 out
 

i

x
 2
 

ij

(10)

则:
ΔE ij =ΔEC +ΔED (11)
ΔR ij =ΔRC +ΔRS (12)

其中:

ΔEC = ∑
i,j

Δcij ×
d

 0
ij +d

 t
ij

2
(13)

ΔED = ∑
i,j

c
 0
 

ij +c
 t
 

ij

2
×Δdij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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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RC = ∑
i,j

Δcij ×
s

 0
 

ij +s
 t
 

ij

2
(15)

ΔRS = ∑
i,j

c
 0
 

ij +c
 t
 

ij

2
×Δsij (16)

其中:ΔEC 为流量集中度对效率的贡献;ΔED 为部门依赖度对效率的贡献;ΔRC 为流量集中度对冗余的贡

献;ΔRS 为部门自由度对冗余的贡献。
为进一步识别影响系统弹性的关键部门与路径,构建部门间弹性贡献矩阵 ΔYij ,并在此基础上汇总得

到各部门的流入贡献与流出贡献:

ΔY
 in
 

j = ∑
i

ΔYij (17)

ΔY
 out
 

j = ∑
j

ΔYij (18)

同理,定义部门 j 的效率流入贡献为所有其他部门 i 流入该部门的效率贡献之和:

ΔE
 in
 

j = ∑
n

i = 1
ΔE ij (19)

该指标反映了部门接收的中间投入结构变化对整体网络效率的影响,若 ΔE in
j > 0,表示该部门流入结构

的变动促进了网络效率提升,反之则降低了效率。 定义部门 j 的冗余流入贡献 ΔR in
j 为所有其他部门 i 流入

该部门的冗余贡献之和:

ΔR in
j = ∑

n

i = 1
ΔR ij (20)

该指标反映了部门 j 的流入结构变化对网络冗余度的影响,若 ΔR in
j > 0,表示该部门的流入多样化程度

提高,增强了网络的抗冲击能力,反之则表示其流入结构趋于集中,可能降低系统的稳定性。
(三)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演化机制模型

1. 模型构建

选择 TERGM 模型来研究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演化机制,引入网络内生结构变量、时间效应变量、个
体属性变量和网络外生协变量(表 2)来构建模型如式(21)所示。

P(Yt =yt
 |

 

Yt -1 =yt -1,Yt -2 =yt -2,…,Y1 =y1;
 

θ) =
exp[θTg(yt,yt -1,X t)]

k(θ,yt -1,X t)
(21)

其中: Yt 为第 t 期的产业关联网络;θ 为待估参数向量; g(·) 为网络统计量向量; X t 为外生协变量矩阵;
k(·) 为标准化常数。

2. 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 基于全国投入产出表,构建行业间投入产出网络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刻画产业关联的

整体拓扑结构与演化特征。
(2)网络内生结构变量。 网络内生结构变量用于刻画投入产出网络的固有拓扑特征,包括反映网络密

度的边数、双向关联的互惠性、局部三角关联的传递闭合性、核心-边缘结构的几何加权出度、入度,以及间接

关联的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共 6 个变量,用于捕捉网络拓扑对产业关联形成与演化的内生驱动作用。
(3)时间效应变量。 考虑到投入产出表的时间趋势特征,选取时间趋势和滞后效应两个指标来研究产

业网络的时间依赖性。
(4)个体属性变量。 产业网络中,节点的属性对网络形成与演化有重要影响。 选取稳定性、变异性、数

字技术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 4 个变量来研究其对产业网络的影响。
(5)网络外生协变量。 在前述研究中,测度了产业网络的韧性,节点在效率-冗余维度上的结构性特征,

也是影响其在网络中连接行为与演化潜力的重要属性。 因此,将效率流入贡献、效率流出贡献、冗余流入贡

献、冗余流出贡献作为网络外生协变量来考察其对产业关联形成的外生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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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及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示意图 变量说明

网络内生
结构变量

边数 网络中存在的关系总数,反映网络整体密度

互惠性 双向投入产出关系的形成倾向,体现行业间相互依赖程度

传递闭合性
三元闭合结构的形成倾向,反映间接联系转化为直接联系的可
能性

几何加权出度 行业作为供给方的影响力分布,反映供给集中程度

几何加权入度 行业作为需求方的依赖程度分布,反映需求集中程度

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 衡量两个行业通过共享的中间行业形成连接的倾向

时间效
应变量

时间趋势
反映投入产出网络中行业关联密度随时间的系统性变化趋势,用
于捕捉长期因素对行业间投入产出连接概率的持续影响

滞后效应
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前期存在的行业间投入产
出连接在当期更易延续的黏性效应,用于刻画行业关联的稳定性
与惯性

个体属
性变量

稳定性 衡量单个行业投入结构的固定程度

变异性 衡量单个行业产业关联的集中程度

数字产业化供给水平 行业作为数字技术供给方对其他行业的供给能力

产业数字化供给水平 行业向其他行业提供产业数字化服务的能力

数字产业化接收水平 行业接收数字技术的程度

产业数字化接收水平 行业接受产业数字化改造的程度

网络外生
协变量

效率流入贡献 节点因其效率流入特征而倾向于形成入边的概率

效率流出贡献 节点因其效率流出特征而倾向于形成出边的概率

冗余流入贡献 节点因其冗余流入特征而倾向于形成入边的概率

冗余流出贡献 节点因其冗余流出特征而倾向于形成入边的概率

　 注:单期网络内,实线为观测到的行业投入产出实际有向连接,虚线为受网络结构效应驱动、具有形成概率的潜在连接;跨期动态部分,横向
实线为对应时期已连接,横向虚线为前期留存历史连接,纵向虚线为跨期的趋势或滞后传导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一)韧性测度与贡献因素分析

1. 网络韧性的变化

基于效率-冗余框架测度 2005—2023 年中国产业网络韧性,发现研究期内中国产业网络始终处于过度

冗余状态(θ<1 / e)。 这意味着系统整体具备较强的抗干扰基础,与中国产业体系完整、产能备份能力较强的

特征一致,但亦存在效率提升空间。 从图 1(a)可以看出,在 2005—2012 年网络韧性提升,在 2012—2018 年

网络韧性下降,在 2020—2023 年网络韧性提升,整体趋势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网络系统整体的抗干扰与恢

复能力在研究期内得到了增强。
2012—2018 年网络韧性大幅下降,从其节点间变化对于网络韧性的影响中发现,网络韧性下降主要是

由于产业数字化、化学工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纺织业等关键行业的影响,对网络的效率和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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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衡造成了冲击。 其中,产业数字化行业对网络韧性产生了最大的负向净贡献,在此期间该行业的投入

产出结构或其与其他行业的关联模式发生了剧烈调整,通过资源再配置或供应链重构,显著降低了整个产

业网络的稳健性与抗干扰能力。 这表明,产业数字化在提升长期效率的同时,短期内可能因标准不兼容、供
应链替代摩擦等产生阶段性不稳定,需要把渐进式替代和保留关键冗余作为关键举措,避免因过快解构传

统网络而引致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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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业网络韧性、效率、冗余和 θ变化曲线

2. 效率和冗余度变化对网络韧性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效率与冗余变化对网络韧性的贡献,发现二者主导角色在研究期内发生了显著转换。 从

图 2 可以看出,在 2005—2012 年,效率变化是驱动网络韧性提升的主导力量,其对韧性正向变化的贡献率占

据绝对优势;在 2012—2018 年,效率贡献持续为负,成为韧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在 2020—2023 年,冗余变

化由负转正,成为韧性回升的主导动力。 这一转换与前文中识别的韧性演化阶段高度对应,即在韧性持

续提升的 2005—2012 年,效率贡献累计达 0. 111,而冗余贡献累计为-0. 078,表明该时期资源配置效率

的优化有效增强了系统稳健性;在韧性大幅下降的 2012—2018 年,效率贡献持续为负(累计-0. 022) ,成
为韧性下降的关键因素;在韧性回升的 2020—2023 年,冗余贡献由 2018—2020 年的-0. 002 转为 0. 005,
主导韧性提升。

效率与冗余主导角色的阶段转换,揭示了不同宏观环境下韧性来源的差异。 繁荣扩张期,效率改善是

韧性提升的主要动力,但这一过程持续消耗冗余空间,使安全边际收窄。 进入增长转型与下行期后,效率贡

献由正转负,而此前被压缩的冗余未能及时恢复,系统容易同时面临效率下滑与冗余不足的双重压力。
2020—2023 年,冗余贡献转正并主导了韧性回升,表明在遭遇重大外部冲击后,适度接受效率损失、主动构

筑冗余,能够实质性增强系统的恢复能力。 由此可见,韧性治理不宜线性追求效率最优,而应为冗余设定底

线,并根据周期变化在效率与安全之间进行逆向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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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效率和冗余度变化对网络韧性变化的贡献

3. 节点集中程度和节点相关性对于弹性、效率、冗余相对贡献

从图 3 ~图 5 可以看出,2005—2023 年,节点间流量集中程度基本主导了产业网络效率、冗余度和韧性

的变化。 在效率变化维度(图 3),除 2020—2023 年阶段外,其余各个时间段内流量集中程度对效率变化的

贡献率在 76% ~ 110%,而部门依赖度的贡献率绝对值最大值仅为 23. 1%;仅在 2020—2023 年阶段,部门依

赖度对效率变化的贡献率为 72. 2%,阶段性主导了该时期的效率波动。 进一步观察冗余度的变化规律(图

4),节点间流量集中程度贡献率除 2015—2017 年外,其余时间段内流量集中程度对韧性变化的贡献率在

70% ~ 158%,而部门自由度的贡献则相对微弱且波动平缓,仅在少数时段呈现小幅正向贡献。 聚焦产业网

络韧性的波动特征(图 5),除 2007—2010 年外,其余时间段内流量集中程度对韧性变化的贡献率在 54% ~
119%,是驱动韧性波动的核心因素。 相比之下,节点互依性的贡献仅在 2007—2010 年贡献率为 99%,其余时

图 3　 流量集中度和部门依赖度变化对网络效率变化贡献

图 4　 流量集中度和部门自由度变化对网络冗余度变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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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流量集中度和节点互依性对网络韧性变化贡献

段则幅度较小且稳定性不足。
流量集中度在绝大多数时段主导了效率、冗余和韧性的变化,反映出中国产业网络的高度枢纽化特征。 这

种结构固然通过规模效应带来了效率优势,但同时也形成了风险级联的关键通道。 在金融危机期间,节点互依

性一度取代流量集中度,成为韧性变化的主导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门依赖度则阶段性地主导了效率变

化。 这一对比表明,极端冲击会改变风险在网络中的传导机制,使其从通常的流量集中路径转向相互锁定路

径。 基于上述差异,产业网络韧性建设可以考虑在平稳期推动多中心、分散化的产业关联以降低集中性风险,
在冲击期则需快速识别并保障强依赖节点的运转,阻断级联效应的扩散的区分不同情景的针对性策略。

4. 关键节点

本文识别了 2005—2023 年 8 个连续时期内各节点对产业网络韧性变化贡献排序①。
从演化阶段来看,数字经济部门的影响力呈现出阶段性转移的特征。 在 2005—2012 年,数字产业化部

门表现突出,尤其在 2007—2010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位列节点贡献榜首,反映了信息通信技术等基

础数字产业作为新兴增长动力的关键作用。 然而,进入 2012 年后的阶段,产业数字化部门实现了提升与主

导,在 2012—2015 年、2015—2017 年及 2017—2020 年 3 个连续时期均稳居节点贡献首位。 这表明传统产业

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效率提升与模式创新成为驱动经济系统稳健性的核心力量。 同时,产业数字化部门连

续稳居首位,也是 2012—2018 年韧性下降的最大负向贡献者,证实了深度数字化存在效率与稳定性的权衡,
需在推进节奏上同步加强冗余兼容设计。 此外,在 2020—2023 年数字产业化部门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位列

第二,这可能与远程办公、在线服务等底层数字技术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直接相关。
与此同时,传统关键部门构成了产业网络韧性的稳定基石。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作为能源保障

的核心,整个研究周期均位居高位,并在 2020—2023 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恢复时段跃升至贡献首位,凸显

了基础能源供应在极端压力下所呈现出的稳定器作用。 化学工业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重化工业部

门在多个时期位列前茅,尤其在 2010—2012 年大规模投资刺激时期,后者贡献度达到顶峰,体现了其与宏观

经济周期及投资拉动的紧密关联。 服务业部门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排名持续上升,金融保险业在新冠

肺炎疫情后期出现在节点贡献前排,共同揭示了现代服务业在经济韧性网络中日益增强的节点价值。
(二)数字经济投入产出网络演化机制

1. 实证结果

对 2005—2023 年数字经济产业网络进行 TERGM 模型的拟合(表 3)。 其中模型 1 为基准模型,模型 2 ~
模型 4 则逐项增加数字技术水平、产业数字化水平、效率和冗余指标,模型 4 为包含所有变量的综合模型。

网络内生结构变量在各模型中表现稳定,充分反映投入产出网络的固有拓扑属性。 边变量系数在基准模

型中显著为负(-4. 74),且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投入产出网络整体呈稀疏性特征,多数行业间无直接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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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字经济产业网络的 TERGM 模型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边数
-4. 74∗

[-8. 54,-2. 72]
-2. 49

[-7. 45,0. 84]
0. 31

[-5. 54,3. 37]
1. 42

[-4. 35,4. 88]

互惠性
-1. 05∗

[-1. 40,-0. 48]
-0. 98∗

[-1. 31,-0. 44]
-0. 82∗

[-1. 21,-0. 36]
-0. 81∗

[-1. 22,-0. 39]

几何加权入度
0. 22

[-0. 36,0. 84]
0. 33

[-0. 26,0. 95]
0. 38

[-0. 20,1. 01]
0. 47

[-0. 05,1. 02]

几何加权出度
-1. 64∗

[-2. 21,-0. 92]
-1. 46∗

[-2. 03,-0. 83]
-1. 37∗

[-1. 97,-0. 73]
-1. 46∗

[-2. 59,-0. 71]

传递闭合性
0. 20∗

[0. 13,0. 23]
0. 21∗

[0. 15,0. 26]
0. 23∗

[0. 16,0. 27]
0. 23∗

[0. 16,0. 26]

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
0. 04

[-0. 27,0. 34]
0. 04

[-0. 27,0. 35]
0. 04

[-0. 25,0. 34]
0. 07

[-0. 24,0. 39]

时间趋势
-0. 19

[-0. 39,0. 03]
-0. 20

[-0. 44,0. 00]
-0. 16

[-0. 39,0. 05]
-0. 18

[-0. 45,0. 01]

滞后效应
5. 30∗

[4. 50,6. 54]
5. 31∗

[4. 59,6. 60]
5. 32∗

[4. 58,6. 54]
5. 58∗

[4. 87,6. 94]

稳定性
2. 42∗

[0. 71,5. 39]
1. 62

[-0. 52,4. 85]
0. 80

[-0. 92,4. 62]
0. 38

[-1. 58,3. 39]

变异性
0. 32

[-1. 87,3. 29]
-0. 32

[-2. 79,3. 15]
-0. 45

[-3. 49,2. 76]
-0. 74

[-3. 74,1. 62]

数字产业化供给水平
-0. 02

[-0. 04,0. 01]
0. 03

[-0. 02,0. 06]
0. 04

[-0. 02,0. 07]

数字产业化接收水平
-0. 11∗

[-0. 21,-0. 02]
-0. 13∗

[-0. 22,-0. 03]
-0. 15∗

[-0. 27,-0. 04]

产业数字化供给水平
-0. 15∗

[-0. 19,-0. 02]
-0. 16∗

[-0. 19,-0. 00]

产业数字化接收水平
-0. 05

[-0. 12,0. 03]
-0. 08

[-0. 21,0. 02]

效率流入贡献
-4. 12

[-33. 25,33. 71]

效率流出贡献
-5. 30

[-20. 46,16. 02]

冗余流入贡献
9. 91∗

[4. 26,16. 54]

冗余流出贡献
-0. 00

[-6. 05,5. 22]

　 注:∗表示 0 不在置信区间;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置信水平 95%的置信区间。

出关联。 这与现实中投入产出表的核心行业主导、边缘行业关联稀疏的特征一致。 随着后续变量的加入,边系

数逐渐趋近于 0 且不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与网络韧性等因素对网络密度的调节作用弱化了固有稀疏性。 互

惠性变量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负(-1. 05~ -0. 81),表明投入产出网络的双向关联倾向较弱,行业间投入

产出关系多呈现单向流动特征。 这符合产业分工中上游供给、下游需求的单向传导逻辑。 几何加权出度系数

持续显著为负(-1. 64~ -1. 46),说明出度较高的核心行业进一步拓展产出关联的边际效应递减,其产出方向更

倾向于固定下游行业,体现了核心行业的产出结构刚性。 传递闭合性变量系数始终显著为正(0. 20 ~ 0. 23),且
系数逐步小幅上升,表明投入产出网络存在显著的传递闭合性特征,反映了产业间接关联带动直接关联的聚类

效应。 而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系数始终不显著且接近 0,说明在控制三角闭合性后,通过共享中间行业形成关

联的间接效应较弱,投入产出关联更依赖直接的供需匹配。
时间效应变量中,滞后效应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且数值稳定(5. 30~ 5. 58),表明投入产出网络具

有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存在的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在当期延续的概率极高。 这源于产业投入产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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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行业间的供需合作一旦形成,会因沉没成本、合作惯性等因素保持黏性,验证了投入产出网

络演化的惯性定律。 时间趋势系数始终为负(-0. 20 ~ -0. 16)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投入产出网络密度随

时间的整体变化趋势不明显,即未呈现持续趋紧或趋松的特征。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等长期因

素的影响被网络惯性与行业属性效应抵消,使得网络整体关联密度保持相对稳定。
在个体属性变量中,稳定性与变异性作为行业固有属性,对投入产出网络的影响呈现逐步弱化趋势。 在基

准模型中,稳定性系数显著为正(2. 42),表明投入结构越稳定的行业,越容易与其他行业形成固定投入产出关

联,其关联关系的可持续性更强,但随着数字经济与外生协变量的加入,该系数逐渐下降且不再显著。 这说明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部分行业的投入结构刚性,弱化了稳定性对关联形成的驱动作用。 变异性系数在所有模型

中均不显著,且系数符号波动,表明行业投入产出的集中程度对关联形成的影响有限,无论是投入集中于少数

行业的专业化行业,还是投入分散的多元化行业,其与其他行业形成关联的概率无显著差异。 这与投入产出网

络的供需适配优先于集中度的核心逻辑一致。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对投入产出网络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

性,且作用方向相对稳定。 数字产业化层面,数字产业化接收水平系数始终显著为负(-0. 11 ~ -0. 15),表明接

收方数字产业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减少传统投入产出关联,可能是因为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对传统中间投入的

依赖,优化了投入结构;而数字产业化供给水平系数始终不显著,说明发送方的数字产业化水平对产出关联的

拓展无明显驱动作用。 产业数字化层面,产业数字化供给水平系数显著为负(-0. 15~ -0. 16),表明发送方产业

数字化程度越高,其产出关联的拓展意愿越弱,可能是因为产业数字化提升了生产效率,使得现有产出渠道足

以满足需求,无需新增关联;产业数字化接收水平系数始终不显著,说明接收方产业数字化投入关联的影响不

明显,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优化效应主要体现在接收方对传统关联的替代,而非新增关联的筛选。
模型 4 加入的网络外生协变量的影响呈现分化特征。 冗余流入贡献系数显著为正(9. 91),表明在投入产

出结构中,上游供应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的行业,更容易与其他行业建立并维持投入产出关联。 而效率流入贡

献、效率流出贡献与冗余流出贡献系数均不显著,且置信区间跨度较大,表明单纯追求投入或产出端的集中高效

配置,或仅在产出端保持多元化的销售路径,对于促进产业关联形成的作用并不明显。 这意味着,在投入产出网络

中,关联形成的驱动因素更侧重于需求侧的结构冗余性,而非供给侧的配置特征。 以上表明,在中国产业关联的动

态演化中,行业层面上游供应结构的多元化程度是提升其网络连接活跃度的重要外生因素。 也就是说冗余性对网

络连接具有促进作用,这与生态学理论一致,适度的冗余能够增强系统的稳健性和连接可能性。
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定性,通过以下方法重新进行 TERGM 模型的估计(表 4):①构建 2 阶和 3 阶

滞后网络,实证结果对应模型 5 和模型 6;②将模型仿真次数从 500 次调整为 1000 次,实证结果对应模型 7;③
将投入产出表各行均值的 60%、80%、120%为阈值构建新的网络,实证结果对应模型 8~模型 10。 结合模型 5~
模型 10 的拟合结果来看,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边数
-0. 58

[ -4. 66,2. 90]
0. 25

[ -4. 46,2. 99]
1. 42

[ -3. 59,4. 95]
3. 16

[ -2. 17,4. 96]
2. 68

[ -1. 76,5. 52]
1. 08

[ -4. 32,2. 65]

互惠性
-0. 73∗

[ -1. 08,-0. 37]
-0. 66∗

[ -0. 95,-0. 39]
-0. 81∗

[ -1. 13,-0. 47]
-0. 56∗

[ -0. 87,-0. 14]
-0. 56∗

[ -0. 66,-0. 38]
-0. 74∗

[ -1. 12,-0. 26]

几何加权入度
0. 39

[ -0. 24,0. 98]
0. 44

[ -0. 21,0. 95]
0. 46

[ -0. 06,1. 08]
1. 02

[ -0. 06,2. 16]
0. 32

[ -0. 34,1. 07]
0. 45∗

[0. 16,0. 70]

几何加权出度
-1. 34∗

[ -1. 78,-0. 57]
-1. 23∗

[ -1. 63,-0. 85]
-1. 46∗

[ -2. 67,-0. 66]
-1. 40∗

[ -2. 08,-0. 61]
-0. 61

[ -1. 83,118. 51]
-1. 39∗

[ -1. 97,-0. 72]

传递闭合性
0. 22∗

[0. 12,0. 28]
0. 22∗

[0. 14,0. 25]
0. 22∗

[0. 15,0. 25]
0. 17∗

[0. 10,0. 20]
0. 11∗

[0. 08,0. 12]
0. 25∗

[0. 14,0. 28]

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
0. 00

[ -0. 15,0. 26]
0. 06

[ -0. 19,0. 20]
0. 11

[ -0. 21,0. 47]
0. 09

[ -0. 07,0. 33]
0. 14

[ -0. 08,0. 36]
0. 07

[ -0. 0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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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模型 总度 P 总度 MSE 出度 P 入度 P

模型 1 0. 9999 0. 000442 0. 9999 1

模型 2 0. 9997 0. 000469 1 0. 9999

模型 3 1 0. 00042 0. 9999 1

模型 4 0. 9999 0. 000436 1 1

续表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时间趋势
-0. 31∗

[ -0. 70,-0. 02]
-0. 38

[ -0. 93,0. 05]
-0. 17

[ -0. 43,0. 02]
-0. 12

[ -0. 31,0. 11]
-0. 15

[ -0. 39,0. 07]
-0. 17

[ -0. 44,0. 04]

滞后效应
5. 87∗

[5. 21,7. 42]
5. 91∗

[5. 16,7. 82]
5. 54∗

[4. 93,7. 00]
5. 16∗

[4. 52,6. 46]
4. 66∗

[3. 97,5. 97]
5. 72∗

[5. 01,7. 05]

稳定性
3. 01∗

[0. 54,5. 07]
3. 39

[ -0. 08,4. 59]
0. 46

[ -1. 19,3. 34]
0. 09

[ -1. 10,2. 64]
-1. 14

[ -2. 95,0. 34]
0. 40

[ -0. 64,3. 04]

变异性
1. 16

[ -1. 77,3. 04]
1. 56

[ -2. 00,2. 60]
-0. 62

[ -3. 23,1. 34]
-0. 91

[ -2. 76,0. 98]
-1. 97∗

[ -4. 64,-0. 73]
-0. 59

[ -1. 98,1. 27]

数字产业化供给水平
0. 05∗

[0. 01,0. 06]
0. 03∗

[0. 00,0. 04]
0. 04

[ -0. 02,0. 07]
0. 02

[ -0. 03,0. 05]
0. 04

[ -0. 02,0. 06]
0. 04

[ -0. 02,0. 08]

数字产业化接收水平
-0. 06∗

[ -0. 19,-0. 01]
-0. 06∗

[ -0. 14,-0. 01]
-0. 15∗

[ -0. 26,-0. 05]
-0. 16∗

[ -0. 26,-0. 07]
-0. 12∗

[ -0. 21,-0. 05]
-0. 15∗

[ -0. 27,-0. 04]

产业数字化供给水平
-0. 24∗

[ -0. 28,-0. 08]
-0. 28∗

[ -0. 35,-0. 07]
-0. 17∗

[ -0. 19,-0. 03]
-0. 21∗

[ -0. 22,-0. 07]
-0. 08

[ -0. 11,0. 10]
-0. 16

[ -0. 19,0. 03]

产业数字化接收水平
-0. 07∗

[ -0. 13,-0. 01]
-0. 09∗

[ -0. 16,-0. 04]
-0. 09

[ -0. 20,0. 01]
-0. 13∗

[ -0. 18,-0. 05]
-0. 17∗

[ -0. 21,-0. 09]
-0. 07

[ -0. 16,0. 01]

效率流入贡献
15. 30

[ -6. 63,27. 99]
19. 42∗

[6. 74,36. 26]
-6. 83

[ -34. 46,31. 50]
-4. 12

[ -29. 40,30. 88]
-15. 36

[ -36. 44,13. 68]
-6. 05

[ -31. 31,32. 65]

效率流出贡献
5. 47

[ -16. 92,23. 68]
11. 43

[ -21. 89,24. 43]
-4. 02

[ -18. 55,19. 78]
0. 65

[ -12. 40,18. 50]
4. 83

[ -8. 04,19. 70]
-1. 76

[ -19. 97,20. 26]

冗余流入贡献
3. 04

[ -2. 28,8. 20]
1. 27

[ -2. 10,6. 96]
10. 40∗

[5. 30,17. 18]
11. 40∗

[6. 13,17. 87]
11. 99∗

[8. 46,16. 78]
7. 38∗

[2. 53,13. 40]

冗余流出贡献
-1. 35

[ -4. 10,2. 94]
-1. 60

[ -3. 81,1. 93]
-0. 54

[ -7. 24,4. 47]
-3. 36

[ -11. 33,1. 88]
-2. 70

[ -9. 35,1. 83]
2. 31

[ -3. 88,7. 16]

　 注:∗表示 0 不在置信区间,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置信水平 95%的置信区间。

3. 拟合优度检验

为验证 TERGM 模型对投入产出网络的拟合质量,
参考相关文献[38] ,采用拟合优度检验,通过对比模型模

拟的网络度分布与实际投入产出网络的度分布,从统

计显著性和数值偏差两个维度评估拟合效果,核心指

标包括总度、出度、入度的 KS( Kolmogorov-Smirnov) 检

验 P 值与均方误差( MSE) (表 5),结果表明模型拟合

结果较好。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 2005—2023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动态分析表明,中国产业网络的韧性总体呈现波动增强的演进特

征。 研究期内,网络始终处于过度冗余状态(θ<1 / e),整体稳健性较高,但韧性水平并非线性提升,而是在

2012—2018 年等阶段出现显著回调。 韧性波动主要由网络内部节点间流量集中程度的变化所驱动,其贡献率在

多数时段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资源配置集中度的变化是影响系统抗干扰与恢复能力的核心结构性因素。 此外,
网络韧性受效率与冗余二者协同变化的动态调节,其主导角色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从效率主导到冗余主导的转换,
揭示了经济系统在追求运行效率与维持稳健性之间的持续权衡。 传统关键部门,如电力、热力供应及重化工业,构
成了韧性网络的稳定基石,其作用贯穿始终,尤其在应对极端外部冲击时显现出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功能。

TERGM 模型揭示了中国产业投入产出网络演化的内在规律与驱动机制。 首先,网络演化表现出强烈的

路径依赖与结构惯性(滞后效应系数 5. 30 ~ 5. 58),前期存在的关联极大可能得以延续,这奠定了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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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基础。 其次,网络固有的稀疏性(基准边系数-4. 74)、弱互惠性(互惠性系数-1. 05 ~ -0. 81)及核心

行业产出刚性(几何加权出度系数-1. 64 ~ -1. 46)等拓扑特征显著抑制了关联的随机形成,而传递闭合性

(系数 0. 20 ~ 0. 23)则促进了产业集聚与间接关联向直接关联的转化。 最后,影响关联形成的关键外生因素

呈现出清晰的需求侧导向。 研究表明,行业层面上游供应结构的多元化能有效促进新关联的形成,而追求

投入或产出端的单一高效配置,其促进作用则不明显。 这说明,维持适度多元的供给来源,增强需求侧的弹

性和缓冲能力,是驱动产业网络有机演化、提升其连接活力的重要结构性条件。
本文进一步识别了数字经济在产业网络韧性与演化中的双重角色。 在韧性维度,数字经济部门的影响

力存在显著的阶段性演进。 数字产业化部门在早期及新冠肺炎疫情复苏期作用关键,而产业数字化部门则

在经济转型深化期成为驱动网络稳健性的核心节点,体现了数字经济从增长新动能向系统稳定性基石角色

的深化。 在演化机制维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对关联形成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 数字产业化接收水

平系数显著为负( -0. 11 ~ -0. 15),体现对传统投入关联的优化与替代;产业数字化供给水平系数显著为负

( -0. 15 ~ -0. 16),表明效率提升抑制了新增产出关联的拓展。 这说明,数字技术对产业关联的塑造更多体

现在对存量关联的优化与替代,而非单纯促进增量关联的拓展,其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重塑供应链,改
变了产业网络的演化逻辑。

(二)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数字经济布局、增强宏观经济抗风险能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数字经济韧性培育策略。 实证结果显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在韧性

贡献阶段与作用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 从节点贡献的演化轨迹看,在 2005—2012 年数字产业化部门表现突

出,尤其在金融危机后复苏期成为关键节点,反映了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在后危机时期作为新兴增长动力的

重要性。 而 2012 年后产业数字化部门实现主导,连续三个时期稳居节点贡献首位,但其在 2012—2018 年网

络韧性下降期间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净贡献。 这一发现提示,产业数字化深入期可能伴生一定的供应链结构

性调整风险,即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通过资源再配置与供应商重构,在提升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可能

在短期内对整体网络的稳健性形成冲击。 数字产业化的正向贡献与产业数字化在持续推进过程中产生的负面

影响,共同表明数字经济对网络韧性的作用并非单一方向,这为分类施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基于此,政策制定

可考虑依据两类数字化模式的不同韧性贡献阶段进行分类引导。 在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期,可配套建设供应

链备份体系,探索建立转型风险缓冲机制。 例如,通过设立数字化转型过渡期补贴、推动行业级供应链协同平

台建设等方式,缓解单一企业数字化改造对上下游关联的潜在影响。 针对化学工业、建筑业等在韧性下降期同

样呈现负向贡献的传统部门,亦应纳入产业数字化的配套缓冲设计,引导其数字化改造与供应链冗余建设同步

推进。 对于数字产业化领域,则可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与创新生态培育,在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环节构建自主

可控的供给体系,同时完善数字技术扩散机制,促进其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其次,将上游供给冗余度纳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与建设框架。 研究的实证分析发现,冗余流入贡献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上游供应来源相对多元化的行业,更容易建立并维持投入产出关联,而效率相关变量的影响

则不显著。 这一结果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思路提供了一点补充性视角,即在投入产出网络的动态

演化中,关联形成的驱动因素或更侧重于需求侧的结构冗余性,而非单纯追求供给侧的高效配置。 也就是说,
一个行业若拥有相对多元化的供应商组合,即同一类中间品能从多个不同上游行业获取,这种多源供应模式不

仅可能增强其应对特定供应链中断的能力,也可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提升其在整体网络中的连接活跃度。 根

据这一发现,供给多元化不应仅被视为应对外部冲击的被动防护手段,更可作为培育产业网络长期连接活力的

一般性策略,适用于各行业的供应链韧性建设。 因此,政策实践或可将上游供给冗余度纳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的相关评估指标,在关键行业,特别是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开展供应商多元化程度监测。 对于芯片、能源、高端装

备等战略领域,可考虑制定关键中间品来源多元化的引导目标,通过进口来源地适度分散、国内替代供应商培

育、区域协同备份建设等组合方式,探索构建更具弹性的供应渠道。 同时,也需关注过度追求短期效率可能带

来的韧性损耗,避免因成本压力迫使企业过度集中采购而影响长期安全。 这一导向可进一步推广至一般性产

业安全评估,可将供应来源多元化程度作为与效率指标并行的常态化监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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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兼顾关联优化与生态培育。 实证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对关

联形成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对存量关联的优化与替代。 数字产业化接收水平系数为

负,表明接收方数字化水平越高,或倾向于减少传统中间投入关联;产业数字化供给水平系数同样为负,说
明发送方产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其拓展新增产出关联的意愿可能相对减弱。 这一双向替代效应提示,数字

化转型在提升节点效率的同时,可能使部分传统供应链关系趋于简化或发生重组。 因此,数字化政策不仅

要关注单点效率提升,还需同步考虑网络层面如何重建和拓展产业关联。 基于此,政策制定在鼓励企业应

用数字技术的同时,或可进一步关注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产业生态与协同网络建设。 可兼顾存量调整与增

量拓展,对已受影响的传统关联予以平滑过渡支持,同时培育由数据驱动的新型协同关系,避免因替代导致

网络连接的整体弱化。 具体而言,可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通过平台促进设备、产线、供应链的互联互

通,降低跨行业协同的交易成本;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机制,在数据确权、定价与交易规则方面开展试

点,使数据成为连接不同行业的新型纽带,同时可鼓励平台企业、链主企业牵头构建行业级数字生态,促进

中小企业融入数字化协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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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sector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from
 

2005
 

to
 

2023.
 

The
 

efficiency-redundancy
 

framework
 

from
 

ec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
 

was
 

introduced
 

to
 

measure
 

industrial
 

network
 

resilience,
 

and
 

the
 

resilience
 

indicators
 

were
 

embedded
 

into
 

a
 

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put-output
 

network
 

resilie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following.
 

Firstly,
 

China􀆳s
 

industrial
 

network
 

has
 

remained
 

in
 

a
 

state
 

of
 

excessive
 

redundancy,
 

with
 

resilience
 

exhibiting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The
 

concentration
 

of
 

inter-node
 

flows
 

serves
 

as
 

the
 

core
 

driver
 

of
 

resilience
 

fluctuations,
 

and
 

the
 

dominant
 

factor
 

influencing
 

resilience
 

shifted
 

from
 

efficiency
 

change
 

to
 

redundancy
 

change
 

around
 

2020.
 

Secondly,
 

network
 

evolution
 

exhibits
 

significant
 

path
 

dependence
 

and
 

structural
 

rigidity.
 

Transitive
 

closure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rect
 

linkag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redundant
 

inflow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dicating
 

that
 

industries
 

with
 

diversified
 

upstream
 

supply
 

are
 

more
 

likely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whereas
 

efficiency-related
 

variables
 

are
 

not
 

significant.
 

Thirdly,
 

the
 

digital
 

economy
 

sector
 

assumes
 

a
 

dual
 

role.
 

In
 

terms
 

of
 

resilience,
 

its
 

influence
 

has
 

evolve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2005—2012)
 

to
 

being
 

led
 

by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2012—2020).
 

In
 

terms
 

of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the
 

two
 

sub-sectors
 

exhibit
 

asymmetric
 

effects
 

on
 

link
 

formation,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optimization
 

and
 

substitution
 

of
 

existing
 

linkages.
 

Thus,
 

a
 

no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re
 

provid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sili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industrial
 

network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Moreover,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are
 

offered
 

for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with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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